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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的历史考察

刘　大　禹

[摘　要] 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是基于孙中山糅合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所形成

的独特制度理念的具体实践。皇权崩溃后权威缺失的政治环境是新生制度成长的土壤 ,五权

宪法是该机构成立的理论前提 。国民党完成全国统一定都南京后 ,实行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 ,

掌握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权的行政院成立 。行政院具有政治现代化的意愿 ,但受国民党政党组

织与政治环境之局限 ,难以展现行政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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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后 ,孙中山依据中国之实情 ,借鉴欧美民主制度 ,试图改造与建设中国 ,形成了以五权宪法

为基础的政治理念。国民党形式上统一全国后 ,实行了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 。行政院成为国民政府最

高行政机关 ,掌握了行政权。行政院形式上大体相当于英美国家的内阁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国务院 ,其

机构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然而 ,国内外学术界极少对其进行考察 ,即便涉及五院制度时亦语焉不

详。本文试图从行政院成立的理论前提入手 ,分析行政院成立前后政治主体的生成与文本制度的修订 ,

反思该机构设立的初衷与实际存在的偏差 ,探讨民国制度变迁中传统与现代交织的特性 。

一 、皇权崩溃后的政治环境与新生制度的生成

波普尔(R.K .Popper)认为 ,一切政治问题都是制度问题 , “我们需要的与其说是好的人 ,还不如说

是好的制度”
[ 1]
(第 481 页)。一般而言 ,任何政治制度均建立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之下 ,特定的社会环境会

加速催生某一政治主体的生成 ,符合社会环境的政治主体亦会推动或改变政治制度 。制度一方面可以

根据不同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另一方面 ,也可以根据运用制度的人物如何而经常发生变化[ 2](第 2 页)。

从中国历史来看 ,不论是唐宋时期相对自由的政治环境抑或明清时期高度集权的政体均为时代之产物。

一直以来 ,制度选择的争执体现于各种力量或历史关键人物的冲突与糅合之中 ,经济或政治精英的人格

魅力及对政治发展的掌控能力成为政治选择与社会进程的重要因素 。

在近代西学东渐及中国政治自身进化的影响下 ,由于洋务的操办以及变革图强的政治改革使人民

增进了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识与了解 ,清末新政的客观效果与政权的日渐式微强化了人民对皇权的排

斥感 。伴随严复 、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政治学说的介绍与官方五大臣的出国考察 ,主张宪政与自治的呼声

日渐高涨 。西方政治制度如议会制 、内阁制等现代政制成为先进知识分子追捧的目标。

当皇权崩溃后 ,在西方民主政治思想的影响下 ,纷乱的政治环境呼唤新的政治主体的生成 。不可避

免的是 ,不论是高呼民主的革命者抑或拖着长辫的清廷遗老 ,为自身之生存均需选择能使其容纳的政治

集团 。饶有意思的是 ,民初的北京政府在袁世凯去世后 ,直 、皖 、奉等实力派虽以各式幌子争抢地盘 ,但

大多情况下保持了总统制或内阁制 。换言之 ,民初时期的政治理念内含一定形式的现代法制因素 。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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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国内动乱的政治局面与列强环顾四周的现实给人民以深深痛楚 ,呼唤国家统一与秩序恢复成为必然

趋势 。由于皇权崩溃后政治权威的缺失 ,新政治主体只能在民主的口号下 ,实施一种能囊括各方实力派

政治参与的制度模式 ,实力派之间的博弈决定了最终政治制度的选择与利益分配的比例关系 。

在此过程中 ,孙中山的地位确立为中华民国的政治选择确定了一个基本前提。1906年孙中山在亲

撰的《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中 ,将中国革命与建设划分为“军法之治” 、“约法之治” 、“宪法之治”三个阶

段 , “俾我国民循序以进 ,养成自由平等之资格 ,中华民国之根本胥在乎焉” [ 3](第 298页)。孙中山希望其

所领导的政党在社会意识形态上保持相对先进性 ,指导民众逐步培养自治的根基 ,最终建立共和国家。

孙氏对革命不懈追求的精神与展示的人格魅力以及中西合璧的“五权”设想 ,在众多具有革命或改良思

想的政治人物或普通大众之中 ,影响日渐扩大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通过长期努力 ,发展成为具有现

代政党特性的国民党 ,它具备了一定的组织基石与明确的革命与建国纲领 。以三民主义为旗帜的国民

党 ,在各种政治集团的竞争中具有填补政治空间并充当政治主体的可能性 ,面临着如何整合政治资源 ,

重建已被破坏的社会秩序 ,尽快完成国家统一 ,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制 ,成立一个新型的最高行政机构 ,

完成制度转变的历史性使命。

二 、民初政制的文本修订与国民党统一全国

民初的政治主体虽形态各异 ,然始终伴随着一定的文本规范 。武昌首义后中华民国通过了《临时约

法》 ,试图规范政治主体的行为与权力关系。此后制度文本被不断修订 ,机构设置逐渐具备了现代政府

的雏形。在此过程中 ,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一直坚持革命 ,不懈表达政治诉求 ,在苏俄的帮助下改

组了国民党。国民党通过国共合作 ,成功进行北伐 ,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担当了新的政治主体。

从现实变迁言之 ,这种基于政党政治的文本制度规范 ,对此后训政制度的实施 、中央政府的机构设置与

人事安排有着重要影响。

民初政制的文本规范首先体现于《中华民国临时政治组织大纲》及其后的《临时约法》 。1911年武

昌首义后 , 12月 3日 ,各省代表决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共 21条 ,确立临时政府为总统共和

制 ,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 。在《大纲》第 3章第 17条规定 , “行政各部如左:(1)外交部;(2)内政部;

(3)财政部;(4)军务部;(5)交通部 。”依此大纲 ,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府代表产生 ,有统治全国 、统率海

陆空军等大权 ,行政没有设统一的行政总长 ,没有设副总统 ,行政各部只有和军事密切相关的几个部

门
[ 4]
(第 877-878 页)。然此时革命领袖大多流亡海外 ,值众多追随者无所适从之际 ,孙中山于 12月 25日

自海外归抵上海 ,次日召集黄兴 、陈其美 、胡汉民 、宋教仁 、张静江 、马君武 、居正等人 ,商讨组织临时政府

方案 。1912年 1月 1日 ,孙中山宣布中华民国成立 ,就任临时大总统 。1 月 3日 ,各省代表通过孙大总

统所提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行政各部及其权限法” 。大总统据此提出九部总长名单 ,各部设次长

一人 ,由大总统简任 ,勿须省代表会同意[ 4]
(第 920-921 页)。临时政府所设各部分别是陆军部 、海军部 、外

交部 、财政部等九部 。大总统权限极大 ,所任命的总长与次长 ,除副总统黎元洪为脱清军官外 ,总统府秘

书长胡汉民 、陆军部长黄兴 、外交部长王宠惠 、教育部长蔡元培及除汤芗铭外的诸次长均为同盟会会员 ,

其他各部部长则为旧式官僚或立宪派人物。

显然 ,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的构建中 ,孙中山试图在一定的文本规范下 ,与各方力量达成某种妥协 ,

尽量发挥同盟会的主导功能。然于现实观之 ,此举对政治发展至少产生了如下后果 。其一 ,革命较多采

取妥协方式 ,此后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政治妥协及蒋介石与各地方实力派的妥协皆可视为一脉相承。

其二 ,在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情况下 ,激进青年易视国民党为革命不彻底之组织而缺乏参加的吸引力。

不难想象 ,此后国民党的革命性已大打折扣 ,而缺少中坚组织及革命活力的国民党注定了革命与治国的

坎坷命运 。当然 ,笔者并非否认政治妥协的功用;相反 ,适当政治妥协在特殊时代亦能起到革命所未具

备的功效 。妥协往往是对既定立场 、主张的某种退让 ,妥协是一种普遍遵循和经常使用的达成社会一致

的重要理论与机制 ,可以通过各方的相互协商和谅解达到双赢或多赢的局面[ 5]
(《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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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制度规制中 ,孙中山对民元政制的设想应当分权抑或集权同样涉及到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问题。

以政党政治为追求的宋教仁认为 ,面对中国各省纷纷独立的现状 ,中央有大权 ,国力乃可恢复 ,主张中央

集权 ,建议改总统制为内阁制 ,以防野心者专制。胡汉民则认为内阁制纯恃国会 ,中国国会本身基础尤

甚薄弱 ,一旦受压迫 ,将无由抵抗 ,恐蹈俄国 1905年后国会之覆辙 。国会且然 ,何有内阁? 因此他主张

地方分权
[ 6]
(第 140-141页)。宋教仁主张中央集权的内阁制 ,胡汉民则主张地方分权的总统制 。孙中山

则主张于民治基础上成立万能政府 ,设想政与治相分离 ,政权交于人民 ,治权操之于政府 。

然而 ,孙中山的政制理念并未轻易获得实践成功 ,短暂的临时大总统任期使他来不及充分试验 。在

南北议和的政治妥协中 , 2月 13日 ,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呈。15日 ,袁世凯当选为临时大总统。

但孙中山主持通过了一部《临时约法》 ,3月 12日正式公布 ,全文共 7章 56条。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政

权采取“三权分立”原则 ,使袁世凯“以服从临时约法为服从民国之证据” 。以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组成

国务员 , “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 、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使 ,须副署之”[ 7](第 35 号)。《临时约

法》的最大特征在于变更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的总统制为内阁制 ,故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

按《临时约法》的规定 ,大总统仅一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之元首 。故该法“与其谓为制度之选择 ,毋宁认为

基于人事之考虑” [ 8](第 8 页)。陈之迈认为 ,责任内阁制是对付一个不可更换的国家元首的最好办法 ,在

当时已成为一种风尚 。“袁就任后不再模仿美国的总统制模式了 ,而以法国的责任内阁制 ,革命者的意

思是使袁氏居总统之位而无总统之权”
[ 9]
(第 7 页)。孙中山希望通过具有法律效力的约法予袁以限制并

尝试权力制衡 ,亦为追求宪政目标的表现。但借法律对袁世凯权力制衡的民主顿挫 ,让人怀疑民初政治

构想的正确性 ,以至于短暂的皇权复辟现象竟于此后梅开二度。

尽管孙中山的政制设想对袁上任伊始尚有所牵制 ,袁虽未立即背离《约法》的基本政制主张 ,但总统

权力却不断扩大 ,以实力为后盾的政治游戏规则在实力消长中改换门庭渐成常态 。1913年 10月 31日

通过的《天坛宪法》 ,明确了行政权 、立法权 、司法权所属的部门与职责 ,规定了“中华民国的立法权由国

会行之” , “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总统及国务员之赞襄之” , “中华民国之司法权 ,由法院行之” [ 10](第

715-720 页)。1914年 5月1日 ,袁世凯公布《中华民国约法》 ,废止《临时约法》 ,设政事堂 ,取消国务院 ,下

令废止以前的国务员官制 。从袁在位的几年时间里 ,虽然大多情况下实行了内阁制 ,但以国务总理为中

心的内阁更换太快 ,五年时间换了八个内阁! 这一政治现象显示了民初责任内阁制的命运多舛。

此后袁世凯皇权复活试验迅速破产。不久 ,袁去世后的权力真空使民国政制选择面临更多困境 ,袁复

辟皇权的触礁现实 ,已证实传统皇权体制不再适合中国 。此后 ,民国的政治体制选择飘摇难定 ,长期未能

形成具有绝对制衡力的政治权威。但期间的政治实践具有中国古代中央行政体制传承之下崇尚行政首领

的专制 、行政首领之下的部门分立特征 ,同时体现了依赖文本以规范政府部门构成的现代政府理念。

在袁世凯去世后相当长时间内 ,北京政府各实力派为控制中央权力争斗不休 ,为国民党在南方建立政

权并逐步发展为全国性政治主体提供了契机。1921年 ,因北京政府不肯恢复旧国会 ,孙中山及国民党议员

纷纷南下。5月 5日 ,孙中山在广州举行就职非常大总统典礼 ,形成一个新的地方政权 ,与北京政府形成对

峙局面。1924年 1月 ,中国国民党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改组国民党 ,确立“联俄” 、“联共” 、“扶助农

工”三大政策 ,实行三民主义 。大会确定了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 ,但闭会时为中

央执行委员会 ,中央执行委员会推定 9至 15人组织常务委员会 ,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1924年 2月 13

日 ,国民党中执会举行第五次会议 ,通过《国民政府组织法》 ,规定了国家政权的基本形式。4月 12日 ,孙中

山公布《国民政府建国大纲》计25条。决定建设程序分三个时期 ,即军政时期 、训政时期 、宪政时期。宪政

告成之日 ,即为建国大功告成之时。7月 11日 ,根据孙中山的建议 ,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正式成立 ,并举行

第一次会议 ,孙中山任主席 ,胡汉民 、汪精卫 、谭平山 、伍朝枢 、邵元冲为委员。

应当说 ,国民党的中央组织形态已初步具备了现代政党的特点 ,即有明晰的组织结构 ,有党的主义和

政纲。不过 ,国民党的革命发展很大程度上依赖党魁孙中山的个人影响与人格魅力。1925年 3月孙中山

去世 ,国民党顿失首脑 ,派系斗争异常激烈 ,准权威人物为主导权力而施和纵连横之术。权威的替代者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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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短期内生成 ,国民党唯有采用合议制 ,并尽量容纳更多的政治精英与旧式官僚。1925年 7月 1日 ,国

民党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宣布新政纲 ,设置委员 16人 ,确立了以党治国的原则 ,汪精卫任国民

政府主席与军事委员会主席。此后 ,国民党在处理廖仲恺遇刺事件与中山舰事件时 ,汪 、胡出走。国民党

中央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举行联席会议 ,推举谭延闿任政治委员会主席 ,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蒋

在国民党内后来居上 ,但仍无法填补孙中山去世后遗留的政治真空。美国一位学者谈到 ,“孙中山的去世

留给党的是一份分歧与混乱的遗产 ,党内包括保守分子和共产党人 ,商人和劳工 ,军人和学者 ,这些身分互

不相同的成员 ,他们只是凭着含糊的三民主义原则聚集在一起”[ 11](第 1 页)。

尽管国共合作的北伐取得了重大成功 ,然而两党关系旋即破裂 ,广州国民政府分裂为汪精卫主政的

武汉政府与蒋介石主政的南京政府。1927年 4月 18日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经历了短暂的下

野后 ,很快于 1928年 1 月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 9日 ,蒋以总司令名义与身分第二次誓师北

伐 ,以“打倒张作霖 、统一全中国”相号召 ,北伐很快宣告结束 。1928年 8月 8 日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

在南京开幕。8 月 10日全会决议 ,依据《建国大纲》逐步设立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五院 ,行政院

下设内政 、外交 、军政 、财政 、教育 、交通 、工商 、农矿 8个部。五院设立之次序 ,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

员会议决定之[ 12]
(第 533-534页)。

从上考察不难发现 ,由中国同盟会发展来的国民党在皇权崩溃后权威缺失的政治环境中不断表达

内含民主因素的政治诉求 ,扩展为了一个全国性政党 ,逐步充当了新的政治主体 。但其政权建立伊始因

孙中山的去世导致党内权威缺失 ,党内派系纷争不断 ,大革命后期的“清共”失去了更多的支持者。作为

新政治主体的国民党在支持者尚有较大欠缺之下 ,易于以推行民主政治为名 ,采政治妥协方式 ,尽快结

束革命进程为实 。因而 ,国民党标榜推行民主政治 ,采取五权宪法 ,为恢复秩序与构建新型政制 ,拥有军

事动员能力的潜在权威人物与民主宪政的忠实崇拜者之间不可避免会发生观念的碰撞与主导权力之

争。如此则导致了政党组织的涣散 ,又因党魁较长时间的缺位 ,政党权威难以尽快树立。

三 、行政院成立:基于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

在民初政党政治的政治环境中 ,国民党最终完成了全国的统一 ,对孙中山制定的五权宪法进行了具

体的实践 ,这就是以权能分立为前提 ,以五院分享治权为特征的训政制度。行政院成为了掌理行政权的

最高行政机关。

如前所述 ,由于国民党党魁的缺位 ,党与政府内部党 、政 、军的权力分配与权力制衡成为制度难题。

在蒋 、汪 、胡三人之间 ,胡汉民以孙中山的继承人自居。6 月 3日胡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 ,向即将召

开的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议案 ,包括“政治会议纲领”及“国民政府组织纲领”两大项。主要原则

是:(1)以党统一 ,以党训政 ,培植党政深厚之基;(2)本党重心 ,必求稳固 ,党应担负训政之全责 ,政府应

担负行政之全责;(3)以五权制度作为训政之规模 ,期五权宪政最后之完成[ 6]
(第 427页)。胡提出立法院

的人数为 49人至 99人 ,行政院为 14人至 24人 ,其余院均为 5 至 9人 ,在《国民政府组织纲领》中规定

“一切重大问题都由立法院决定 ,惟不涉实施行政事务 ,而交由行政院执行” 。胡也提出 , “立法院可以指

定下属各委员会的委员长和委员 ,行政院各部部长及次长都要由政府任命 。”胡的意思很明确 ,试图使立

法院居于其它院之上[ 13]
(第 118页)。

1928年 9月 15日 ,胡发表《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 :“国民政府组织的全部精神 ,基于五权制度的原

则 ,其与政治会议及五院间关系 ,连锁相通。”“立法院与其它各院 ,应有互相的密切关系 ,以完全适应五

院统一与分工发达原则的要求” 。胡汉民对制度的说明中谈到 , “政治会议为全国训政发动与指导机构 ,

但非处理党务机关。对于政府 ,为其根本大计与政策方案所发源之机关 ,也非政府本身机关之一。”“国

民政府需有其五院汇集之枢纽 。否则五院不相连属 ,势必引起事权上的冲突 。故以政府常务委员分任

五院院长。指定常务委员一人为政府主席。”
[ 14]

(第 3 版)胡汉民的理论 , “强调了国民党在国家政治生活

中的绝对领导地位 ,既适合国民党的统治需要 ,又附源于孙中山的建国思想 ,故在国民党内受到普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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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
[ 15]

(第 218 页)。1928年 10 月 3日 ,国民党第 172次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召开 ,通过并公布《训政

纲领》共 6条。基本内容为:(1)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领导国民 ,行使政权;(2)大会闭会

时 ,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3)依照总理的《建国大纲》所定的选举 、罢免 、创制 、

复决四种政治权利 ,应训练国民逐渐推行 ,以立宪政之基础;(4)将治权分为行政 、立法 、司法 、考试 、监察

五项 ,付托国民政府总会而执行之 ,以立宪政民选政府之基础;(5)指导 、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的施行

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行之;(6)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修正及解释由中国国民党中

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议决行之[ 16]
(第 590 页)。《训政纲领》规定了国民政府党政关系与政府构成的具

体形式 ,但与胡汉民的设想并非完全一致 ,并未确定立法院凌驾于其它各院的地位。

同日 ,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制定并通过了由戴季陶 、胡汉民 、王宠惠起草的五院制的《中华民国国

民政府组织法》 。其中规定了“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 , “国民政府以行政院 、立法院 、司法院 、考

试院 、监察院五院组织之” ,“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行政机关” , “行政院关于主管事项得提出议案于立

法院” 。组织法还规定 ,由国府委员组成国务会议 ,负责处理国务 ,并调解五院之关系 ,由国民政府主席

担任会议主席 ,公布法律 ,发布命令 ,经国务会议议决 ,由国民政府及五院院长署名行之[ 17]
(卷 1)。《国

民政府组织法》是行政院的组织构成与权责规定的立法来源与依据。

10月 8日 ,国民党中委会决议 ,任蒋介石 、谭延闿 、胡汉民等 16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任蒋介石为国

民政府主席 ,谭延闿为行政院长 ,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 ,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 ,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 ,蔡

元培为监察院院长。10月 18日国民党中常会议决 ,任命了五院各副院长及国民政府其它国府直属机

关最高长官 。10月 26日 ,国民政府通过《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 。宣言声称 ,目前军政时期已经

结束 ,训政时期已经开始 。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代行政权 ,而以治权授之于国民政府” ,并由中国国

民党“为之制定其组织 ,设立五院 ,分负责任”[ 18](第 130 页)。训政之前提必在社会之安定 ,欲社会之安定

必先从事于肃清乱源 ,统一军政[ 19]
(第 3 页) 。

训政时期的行政制度 ,规定由行政院掌理最高治权 ,国民党训政的意志通过行政院得以贯彻执行。

1928年 10月 22日 ,国民政府公布《行政院组织法》。行政院设内政 、外交 、军政 、财政 、农矿 、工商 、教育

等十个部 ,另有建设 、蒙藏 、侨务 、劳工 、禁烟五个委员会[ 20]
(卷 4)。然而 ,南京政府能直接控制的省份并

不多 ,意味着中央政府尚未建立政府权威 ,预示着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极为微妙 。此后 ,实

力派新的和纵连横不可避免 ,最高行政机构行政院成为了衡量政治发展与制度变迁的晴雨表 。

四 、结　论

行政院的成立是基于孙中山糅合西方民主思想与中国传统政治所形成的的五权宪法政制理念的实

践结果。因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的不懈努力 ,所成立的同盟会发展为现代性政党国民党。在国共合作

的基础上 ,国民党北伐进展顺利。此后完成统一 ,定都南京 ,实行五权分立的训政制度 ,行政院成了国民

政府最高行政机关。这种制度具有现代政治的某些内核。萧公权曾认为 , “现代政治至少包含两个要点

即民主化和制度化。凡是真正民主化的政治必是制度化的政治 。民治与法治是相依为命的”
[ 21]

(第 215

页)。从行政院成立的历史考察可知 ,它体现了新的政治主体国民党试图通过制定与完善制度 ,规范行

政机构的组织与权力约束 ,具有现代政治制度化的发展趋势 。

然而 ,由于派系政治的盛行 ,行政机构的制度与人事缺乏稳定性 。政治稳定的缺失呼唤着能促使政

治稳定的政治手段之产生 。在制度权威未能形成与政党权威存在严重挑战时 ,个人集权被政治主体作

为稳定政治的首选与应付内外危机的武器。而个人权威在建立过程中常常遭遇民主政治的冲击 ,出现

严重的政治内耗 ,政府威信难以快速形成 ,因而行政院也难以于短期内展现行政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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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ical Survey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Executive Yuan

of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Liu Dayu

(School of Law , Hu' nan Unive rsity o f Science & Technolog y , Xiang tan 411201 , Hu' nan , China)

Abstract:The Executive Yuan w as based on the concrete practice of Western democratic thoughts

and Chinese tradit ional political facto rs.The unique political idea w as fo rmed through Sun Yat-sen.

The political envi ronment af te r the missing o f imperial autho ri ty w as the soil in the new system , and

S un Yat-sen' s “Five-power Consti tut ion” was the theo retic premise.After uni ted China and made

Nanjing the capi tal , the Po li tical Tutelage (Xunzheng )sy stem based on the idea o f “ Five-pow er

Consti tution” was established by KMT , and then , the Executive Yuan , as super administ rative

authority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 was formally founded.Execut ive Yuan had elements of

po li tical modernizat ion , but by the limi tat ions o f party o rganization of KMT and po li tical situat ion , it

w as di fficult to show new act ion.

Key words:Kuomintang (KMT);the Execut ive Yuan;the Po li tical Tutelage(Xunzheng )sy 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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